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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经营碎片化、确权与农业结构调整：
基于地片层面的分析

杨宗耀，方晨亮，纪月清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农业生产结构可以顺畅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下农村土地被碎片分割给众多农户承包经营，形成了碎片化的土地经营格局；土地经营权

连片集中流转的发展则在打破这一局面。 基于江苏省 １８ 县 ４４４ 个地片层面的调研数据，本研究考察

了经营碎片化和承包地确权对经营种类调整的影响。 研究发现：（ １）在农业生产中土地具有整片利

用的特征，同一地片不但经营种类基本相同，经营种类调整也往往具有同步性。 两种主要调整方式

是：由村委或能人组织众多承包经营户集体改变经营种类，以及由规模经营户通过集中流转获得连

片土地后单独改变经营种类。 （２）地片经营权碎片分割程度越低，越有利于经营种类的调整。 （３）承

包地确权降低了经营种类调整的可能性，削减承包经营的碎片化程度则可以减弱确权的负面影响。

相应的政策含义是以“三权分置”为指导思想，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在坚持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维护

承包户权益的同时，也应该明确村集体在组织整片土地经营种类调整与流转中的职责与行为规范，

并积极探索有利于削减分配细碎化的土地调整新规则。
关键词：土地碎片化；承包地确权；农业结构调整；投资；集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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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农业生产结构可以顺畅调整，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满足城乡居民

不断转型升级的农产品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对农产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技术、基础

设施以及气候等条件的不断改变，比较效益较高、最有利可图的生产经营种类也随之改变，结构

调整需求随之产生 ［１－２］ 。 比如，过去 ２０ 年里，需求和价格变化引致的果蔬种植面积持续增加和

棉麻种植面积持续减少 ［３］ 。
政策上对粮食安全的强调、对遏制耕地非农化和防止非粮化的要求，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可以并行不悖，因为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关键在于粮食生产本身的节本增效，而不是简单

阻碍农民生产更有利可图的农产品。 当种粮的比较效益较高时，理顺农业结构调整机制也可以

促进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 ［４］ 。 实践中农户进行生产结构调整时会面临种种约束。 已有研究认

为农产品市场信息传递不畅，劳动力季节性短缺和成本上升，运输和储藏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缺乏技术和信贷资金以及组织化程度偏低等都会阻碍农户农业结构调整的实施 ［５－７］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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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结构调整的另外一个基本的因素———土地经营碎片化，却缺乏足够的关注。 有观点认为，
地块面积过小可能会限制农户选择和改变经营种类决策的自由度，拖慢农业结构调整速度，从
而妨碍土地资源在不同作物间的有效配置 ［８］ 。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中国农村的整片土地被碎片分割给众多农户承包经营，农业经

营种类调整可能因需要集体决策而实施缓慢。 在农业生产中，土地的整片利用和集体决策特征

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生产的负外部性。 农户在紧挨着的小地块上经营不同种类产品时，
水、肥、农药乃至阳光利用都可能出现相互冲突，因此，同一地片上的农户常常不得不联合起来

同步生产同种产品 ［９］ 。 二是生产的规模经济与正外部性。 当经营种类调整涉及土地投资（如旱

地改水田）时，地块规模太小带来的投资不经济或正外部性也会要求农户进行集体决策 ［１０］ 。 整

片土地的碎片分割经营需要农民在生产决策中采取集体行动的同时，却具有不利于集体行动的

机制。 集体（公共）选择理论指出，达成集体决策的协商成本会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而增长 ［１１］ 。
对于仅涉及少数参与者的集体行动，个体间的频繁沟通也许能够进行自主治理 ［１２］ ；但当整片土

地被碎片分割给众多农户经营时，达成所有农户彼此同意的决策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协商成

本 ［１３］ ，客观上需要村集体和政府进行“公共治理”来降低交易成本 ［１４］ 。 已有研究主要分析了农

田水利设施投资等方面的集体决策治理 ［１５］ 。 就本研究关心的农业结构调整而言，地片经营种

类调整的难度和可能性是否也会受到经营碎片化程度的影响？ 连片集中流转的出现和经营碎

片化程度的削减是否有利于促进调整？ 确权政策在强化对土地承包权的物权保护①时，是否会

增加集体决策和公共治理的难度，从而不利于调整？ 如何在“三权分置”思想的指导下进一步

深化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使农业生产结构可以根据需求侧变化进行顺畅调整？ 对这些研究疑问

的回答，将有助于为农户农业结构顺畅调整的政策制定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首先，对经营碎片化、确权与地片经营种类调整关系进行理论探

讨，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其次，利用来自江苏省 １８ 县 ４４４ 个地片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
后，给出本文的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分析框架与实证模型

（一）经营碎片化、确权与地片经营种类调整：概念与分析框架

农户农业结构调整行为在地块或地片层面表现为经营种类的调整，本文主要讨论经营权碎

片分割与承包权确权对地片经营种类调整的影响。 在本文中，地片经营碎片化是指根据沟渠、
道路等自然分割的整片土地被分割成多个地块，由多个农户经营，且每块土地的面积都很小的

状况。 这一概念界定与最常用的土地细碎化概念略有区别，后者是指农业生产者经营多块互不

相邻的小面积土地 ［１６］ ，其观察的视角是生产者而不是地片。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地片经

营的碎片化主要源于分配的碎片化。 尽管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地片的经营权是碎片分割的，但同

一片土地上不同经营者通常从事相同类型的农业生产，只有少数地片存在多种经营的现象 ［９］ 。
为严谨起见，本文把地片经营种类调整定义为占地面积最大的经营种类发生了改变。 这里仅限

定于讨论在农业部门内部的经营种类调整，土地非农化不在讨论范畴；另外，在后面的理论讨论

和实证分析中，农业指的是农林牧渔业，无论土地用于种植粮食、经济作物，还是种植花卉树木、
挖养殖池塘、建设养殖圈舍等均归为农业经营。

对于碎片化经营的地片，其经营种类调整是地片上所有经营者调整决策的汇总结果。 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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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片上的经营者在其经营的地块上调整经营种类时可能是单独决策，也可能是集体决策。 之所

以存在集体决策，主要源于在紧挨着的小地块上的农业生产存在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对负外部

性而言，主要表现在相邻地块不同步经营同类产品时，生物要素投入（水、肥、除草剂乃至阳光

等）的时间或数量的差异带来的冲突与不利影响 ［８］ 。 例如，在水资源利用方面，水稻用水量明

显区别于大豆用水量，水的渗透会使相邻种植大豆的地块产生涝灾；在除草剂利用方面，种植双

（单）子叶作物的地块可以使用能杀死任意单（双）子叶植物的除草剂，如果相邻地块种植的是

单（双）子叶作物，则会产生冲突。 相比差异化经营的负外部性，相邻地块同步经营相同作物还

存在正外部性。 正外部性既表现在便于相互学习 ［１７］ ，也表现在共同建设和维护水利设施等公

共物品上。 一些设施投资之所以表现出公共物品特征同规模经济相关，某些设施投资的总成本

是固定的或呈阶梯式增加的，与使用它的土地面积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平均成本表现出随着

所服务的土地面积增加而递减的趋势 ［１８］ ；相邻地块农户进行联合投资可以有效分摊投资成本，
获取投资收益。 地块层面上农业生产的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特征与地块规模密切相关。 当经营

的地块面积足够大时，边界上产生冲突带来的损失就显得微不足道，或者可以通过付出相对低

的代价（例如建堤坝沟渠）来消除负外部影响；当地块面积足够大时，也可以自身充分实现规模

效率，使一些公共投资变为私人投资，此时集体决策将内化为农户的单独决策 ［１０］ 。 在下面的理

论模型中将讨论这些观点。
１．经营碎片化对地片经营种类调整的影响分析

我们建立了一个两期农户决策模型。 假定某个地片的总面积为 Ｈ，由于土地分配等原因，
这片地被碎片分割给众多农户，不同农户承包经营了一块各自面积不同、但其他特征同质的地

块。 为简化分析，再假定基期时每个农户都经营产品 Ａ；假定由于外部条件的不断改变，现期经

营产品 Ｂ 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此时理性的农户是否改变某地块的经营种类，取决于该地块经营

产品 Ｂ 和产品 Ａ 的利润差（下文简称“调整收益 ｒ” ）和调整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成本与投资成本

（下文简称“调整成本 ｃ” ）孰大孰小。 当调整收益大于调整成本时，农户会选择改为经营产品

Ｂ，否则继续经营产品 Ａ。 下面根据从经营产品 Ａ 调整为经营产品 Ｂ 涉及的调整成本分别进行

分类讨论。
情形Ⅰ：调整成本为 ０ 时的农户决策。 一些经营种类调整，譬如玉米改种大豆，不需要进行

额外的投资建设，两种作物的生产也不存在生物学上的相互冲突。 在该情形下，农户单独改为

经营产品 Ｂ 时，可以近似认为没有外部成本和投资成本，那么其亩均调整成本设为 ０（图 １ 中表

现为曲线 Ｃ０） ，且与经营碎片化程度无关。 假定不同农户存在能力差异，一些农户擅长经营产

品 Ｂ，而另一些更擅长经营产品 Ａ。 经营产品 Ｂ 越有比较优势的农户的调整收益越高，相反则

越低，甚至为负。 将各地块（各农户）按调整收益从高到低排序，可以得到亩均调整收益向下累

积排列的曲线 Ｒ０（图 １） 。 在图 １ 中，曲线 Ｒ０和 Ｃ０相交于均衡点 Ｅ０，此时地片上生产产品 Ｂ 的

土地面积为 Ｈ０，其余土地仍继续生产产品 Ａ。
假定产品 Ｂ 的价格进一步上升（或产品 Ａ 的价格下降） ，使调整收益曲线由 Ｒ０移动到 Ｒ１，

此时产品 Ｂ 的均衡面积将由 Ｈ０提高到 Ｈ１，更多的土地（农户）从经营产品 Ａ 改为经营产品 Ｂ。
情形Ⅱ：调整成本大于 ０ 时的农户决策。 一些经营种类调整，譬如玉米改种水稻，涉及水利

设施等投资建设或存在生物学冲突。 在该情形下，农户单独改为经营产品 Ｂ 时，将面临外部成

本（如负外部性引起的边界上的产量损失）和投资成本。 如前所述，总外部成本和投资成本是

不随地块面积而变的固定成本，那么其亩均调整成本将随着地块面积的增加而减少。 将各地块

（各农户）按调整成本（或是地块面积）从高到低排序，可以得到亩均调整成本向上累积排列的

曲线 Ｃ０（图 ２） 。 为简化讨论，这里假定农户经营能力相同，每个地块（农户）进行经营种类调整

均能获得 ｒ０的亩均收益（图 ２ 中表现为曲线 Ｒ０） 。 在图 ２ 中，由于曲线 Ｒ０处处低于曲线 Ｃ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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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会有农户进行经营种类调整。 即使 Ｂ 产品价格上升（或 Ａ 产品的价格下降）使调整收益曲

线由 Ｒ０移动到 Ｒ１，农户依然不会进行调整。 随着土地经营权连片集中流转的发展，部分地块合

并、面积扩大，使得亩均调整成本曲线 Ｃ０下移到 Ｃ１，并与曲线 Ｒ０交于均衡点 Ｅ１，此时地片上经

营产品 Ｂ 的土地面积为 Ｈ１，其余土地仍继续经营产品 Ａ。 因此，在情形Ⅱ中，削减经营碎片化

程度会增加单独改为产品 Ｂ 的经营面积。

图 １　 调整成本为 ０ 时农户农业结构调整决策
　 　

图 ２　 调整成本大于 ０ 时农户农业结构调整单独决策

　 注：ｃ 和 ｒ 分别是调整成本和调整收益。 曲线 Ｃ 表示亩均调整成本曲线，曲线 Ｒ 表示亩均调整收益曲线，下同。

在情形Ⅱ中，当所有农户联合改为经营产品 Ｂ 时，此时就不存在因为种植种类有别而产生

生物学冲突和外部成本；当他们集体进行相关的投资建设并按土地面积分摊投资成本时，会面

临相同的亩均投资成本；并且他们面临的协商成本是不随地块面积而变的固定成本，那么其亩

均协商成本将随着地块面积的增加而减少。 将各地块（各农户）按调整成本（或是地块面积）从

高到低排序，可以得到亩均调整成本向上累积排列的曲线 Ｃ０（图 ３ａ） 。 为简化分析，这里先假定

农户经营能力相同，每个地块（农户）进行经营种类调整均能获得 ｒ０的亩均收益（图 ３ａ 中表现为

曲线 Ｒ０） 。 在图 ３ａ 中，由于曲线 Ｒ０处处低于曲线 Ｃ０，因此农户即使进行集体决策也是不经济

的。 随着土地经营权连片集中流转的发展，部分地块合并、面积扩大，使亩均协商成本下降，进
而使得曲线 Ｃ０下移到 Ｃ１，此时曲线 Ｒ０处处高于曲线 Ｃ１，地片全部土地都经营产品 Ｂ。 假定农户

经营能力不同，在图 ３ｂ 中，削减经营碎片化后地片上经营产品 Ｂ 的土地面积为 Ｈ１。 总之，在情

形 ＩＩ 中，削减经营碎片化程度会增加集体改为产品 Ｂ 的经营面积。

图 ３　 调整成本大于 ０ 时农户农业结构调整集体决策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当调整成本大于 ０ 时，削减经营碎片化有助于促进农户农业

结构调整是单独决策或是集体决策。 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１：
假说 １：地片经营权碎片分割程度越低，越有利于进行经营种类调整。
２．承包地确权对地片经营种类调整的影响分析

承包地确权政策的实施在强化对土地承包权的物权保护时，对地片经营种类调整的影响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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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积极面主要体现在：确权有利于减少承包地被重新调整等方

面的产权风险，被认为具有激励个体生产投资、流转土地的作用 ［１９－２０］ 。 确权少有提及的是其消

极面，在碎片分割的地片上进行集体决策时，往往会面临“反公地悲剧”①的麻烦：当整片土地被

过度碎片分割、明确界定产权时，农户个体承包权排他性的增强会为少数异质性农户提供一票

否决或退出集体决策的依据，大幅度增加集体协商成本，从而可能不利于村集体或政府组织少

数服从多数的集体行动 ［２２－２４］ 。 特别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尚不完善、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设

计仍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此时对个体土地承包权的强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集体行使土地所

有权。 如图 ３ｂ 所示，承包地确权增加了集体协商成本，使得曲线 Ｃ０上移到 Ｃ２，农户集体决策更

难以实现。 当然，随着“三权分置”改革的深入，在对土地承包权的物权不断强化的同时，明晰

的土地产权关系既有利于维护村集体和经营者的土地权益，又有利于明确村集体统一经营土地

的职责和范围 ［２５］ ，此时确权将更多地表现出积极的一面。
对于那些承包经营碎片化程度较低的地片，确权对地片经营种类调整的负面影响将趋弱。

一方面，对于涉及更少农户的集体决策，集体协商成本更低，通过个体间的频繁沟通从而实现自

主治理的可能性更大，村集体或政府参与集体决策的“公共治理”效率也会更高。 另一方面，承
包经营较大面积地块的农户决策自由度 ［８］ 和投资激励 ［２４］ 更高，确权对单独决策的促进作用也

更加明显，这同样会削减确权的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２：
假说 ２：承包地确权降低了经营种类调整的可能性，削减承包经营的碎片化则可以减弱确权

的负面影响。
（二）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在基于地片层面的分析时，本文分析的是地片上占地面积最大的经营种类改变，排除了地

片上零星产品经营调整的情形；同时，排除了轮作等由惯例决定、无须再行协商决策的情形。 此

外，大田作物中越冬的夏收作物种类很少，如小麦和油菜，经营布局统一性并非主要源于外部

性，因此这里限定大田作物为涉及较多种类的秋收作物更为合适。
１．地片经营种类调整模型

本文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分析经营碎片化对地片经营种类调整的影响，以检验假说 １。 模型设

定如下：

Ａｄｊ∗ｖｉ ＝ α０ ｆｒａ ｖｉ＋ϕＺ ｖｉ＋μ ｖ＋ε，
ｉｆ　 Ａｄｊ∗ｖｉ ＞０， Ａｄｊｖｉ ＝ １

ｉｆ　 Ａｄｊ∗ｖｉ ≤０，Ａｄｊｖｉ ＝ ０{ （１）

其中，Ａｄｊ∗ｖｉ 是决定村庄 ｖ 的地片 ｉ 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间经营种类改变与否的潜变量，当 Ａｄｊ∗ｖｉ ＞０
时，Ａｄｊｖｉ ＝ １ 代表地片 ｉ 改变过经营种类；当 Ａｄｊ∗ｖｉ ≤０ 时，Ａｄｊｖｉ ＝ ０ 代表地片 ｉ 没有改变经营种类。
ｆｒａ ｖｉ代表经营碎片化程度，分别选取地片上经营户户均经营面积和经营户数量 ２ 类指标来衡量，
地片上经营户户均经营面积越少或是经营户数量越多，代表经营权碎片分割程度越高。 前一指

标系数为正或后一指标系数为负，均表明降低经营碎片化程度会提高经营种类调整的可能性。
α０、ϕ 为估计系数。 ε 是误差项，假定服从正态分布。

除经营碎片化程度外，影响地片经营种类调整的变量还包括：（ １）地片自身的一些固有特

征。 即使处于邻近时空，地片自身的一些固有特征，例如面积、土壤质量、坡度、运输条件、灌溉

潜力等，也决定了其生产力和利润 ［８］ 。 结合数据的可获性，本文所选取的地片层面变量 Ｚ ｖｉ包括

面积、土壤质量、坡度、是否通机耕道或靠近高速公路、干旱时能否灌溉以及距离村庄远近等。
（２）地片所处的时空环境。 源于地片位置的固定性，地片适宜种植的作物品种、作物价格、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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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数量和价格等在地域上的差异决定了农业利润的差异；村庄内农户间的异质性和彼此间的

信任度、是否存在协调村民关系与事务的农村精英等社会资本因素决定了集体决策能否达

成 ［１２］ 。 我们利用村庄虚拟变量 μ ｖ 来控制这些区域差异。
２ ．确权政策评估模型

由于各地区确权政策实施年份不一致，本文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来进行政策评估。 模型设

定如下：
Ａｄｊｖｉｔ ＝ β０ ｒｅｆｖｔ＋ϕＺ ｖｉ＋μ ｖ＋θ ｔ＋ε （２）

其中，Ａｄｊｖｉｔ代表地片 ｉ 在 ｔ 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经营种类改变与否的虚拟变量（改变为 １，否
则为 ０） ；ｒｅｆｖｔ为确权变量，即村庄 ｖ 在 ｔ 年时是否实施承包地确权。 实践中承包地确权推广一般

以村为单位，涉及土地测量、确认登记以及颁发证书等一系列程序，不管采用何种环节指标，在
客观上都能反映确权的作用 ［２６］ 。 考虑到样本村颁证环节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里以“是否确认

登记”作为确权实施的衡量指标；μ ｖ 和 θ ｔ 是“村庄 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以控制非时变特征和

时变的增量并纠正样本选择偏差；ε 是误差项。 确权系数 β０ 显著为负，表示确权会降低经营种

类调整的可能性。 为确保估计结果的可靠性，这里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参考丰

雷等 ［２７］ 的研究，选取“本县其他村确权的比例”作为确权的工具变量，理由是县内其他村承包地

确权情况反映的是该县的确权进程，这可能与该村是否确权有关，但与其经营结构调整基本

无关。
如前所述，确权政策效果会因地片承包经营碎片化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 这里保留以承包

经营为主的地片样本，利用多期三重差分法进行异质性分析。 模型设定如下：
Ａｄｊｖｉｔ ＝ β１ ｒｅｆｖｔ＋β２ ｆｒａ ｖｉ＋β３ ｒｅｆｖｔ×ｆｒａ ｖｉ＋ϕＺ ｖｉ＋μ ｖ＋θ ｔ＋ε （３）

其中，代表承包经营碎片化程度的变量 ｆｒａｇ ｖｉ用地片上户均承包土地面积来衡量，该值越大，
表明承包经营碎片化程度越低。 交互项 ｒｅｆｖｔ×ｆｒａ ｖｉ的系数 β３ 为正，表明削减承包经营碎片化有利

于降低确权对经营种类调整的负面影响。 其他变量与式（１）和式（２）一致。
（三）模型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本文涉及的变量定义和对样本数据的基本描述，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地片经营种类调整 地片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改变经营种类：１ ＝是；０ ＝否 ０．１３ ０．３３ ０ １

经营碎片化特征 地片上经营户户均面积（亩） １７．４０ ３３．４５ ０．１５ ３４９．９５
地片上经营户数量（户） ２３．８２ ２９．６９ １ １６０

承包碎片化特征 地片上承包户户均面积（亩） ２．４０ １．８０ ０．１５ １７．２５
地片其他特征 地片面积（亩） ７２．４５ ８０．４０ １．９５ ７２０

地片土壤质量：１ ＝好；２ ＝中；３ ＝差 １．５２ ０．７３ １ ３
是否是平地：１ ＝是；０ ＝否 ０．９６ ０．２０ ０ １
田间是否通机耕道：１ ＝是；０ ＝否 ０．９１ ０．２８ ０ １
是否靠近高速公路：１ ＝是；０ ＝否 ０．１２ ０．３２ ０ １
干旱时是否可以灌溉：１ ＝是；０ ＝否 ０．８７ ０．３４ ０ １
距村庄是否 １ 里以内：１ ＝是；０ ＝否 ０．８５ ０．３６ ０ １

承包地确权情况 该村是否确权：１ ＝是；０ ＝否 ０．８０ ０．４０ ０ １

　 　 注：确权变量统计量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３ 年平均。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南京农业大学“农村资源与人口流动”调查组于 ２０１７ 年在苏北 ４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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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连云港、盐城、宿迁） 、苏中 ２ 市（南通、扬州） 、苏南 ３ 市（苏州、无锡、常州）的 １８ 个县

（区、市）开展的村庄调查。 选择江苏作为样本区域的理由是：一方面，省内不同地区的土地资

源条件、农业经营结构以及时空环境存在明显差异，有利于考察经营碎片化对农业结构调整的

影响；另一方面，江苏省农村承包地确权是渐进推广的，同时存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为评估确权

政策效果提供了一个契机。 具体而言，江苏省于 ２０１５ 年底基本完成了 １６ 个整体推进县和其他

每个县 １ 个乡镇农村承包地确权的试点任务并在 ２０１６ 年全省范围内全面开展；２０１７ 年底全省

基本完成确权工作①。
调查的多阶段抽样设计为：第一阶段，先从 １６ 个整体推进县中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分

布抽出 ９ 个县，并在每个县所属的地级市抽取 １ 个非整体推进县作为对照；第二阶段，每个县随

机抽取 ４ 个村，每村抽取 ３ ～ ４ 个村民小组；第三阶段，每个小组抽取 ３ 大片耕地（不足 ３ 片全部

调查） ，最终共收集 ７２ 个村、５８２ 个地片数据。 调查详细询问了村干部各种本地片的承包情况

（包括地片面积、承包户数量等）和最近 ３ 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的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种类及调

整、经营户数量和流转情况等） 。 数据可以满足本研究的需要。
关于数据使用有以下几点说明：剔除调查时仍未启动确权的 ４ 个村庄样本；剔除用于非农

用途的地片样本和机动地样本；剔除重要变量缺失、异常的地片样本；最后，经整理得到 ６８ 个

村、４４４ 个地片数据用于实证分析。
（二）描述性分析

１．地片经营种类选择与调整情况

表 ２ 描述了地片经营种类的选择与调整情况。 在农业生产中土地具有整片经营特征，同一

地片不但经营种类基本相同，经营种类调整也往往具有同步性。 ４４４ 片样本地片中 ４２％在 ８ 月

份仅经营 １ 种产品，８９％的地片上面积最大的经营种类连成片。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改变经营种类的

地片中，调整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村委或能人组织众多承包户集体改变经营种类（占比

２６％）；一种是由规模经营户通过集中流转获得连片土地后单独改变经营种类（占比 ５６％）。 前

者涉及集体决策，后者为单独决策。 另外，承包户自发集体调整和单独调整的比例均较低，分别

是 ５％和 １２％。
表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地片经营种类选择与调整情况

地片经营种类选择 比例（％） 地片经营种类调整模式及方式 比例（％） 合计（％）

８ 月份仅经营 １ 种产品 ４１．８９ 集体决策 村委或能人组织承包户集体调整 ２６．３２

承包户自发集体调整 ５．２６
３１．５８

８ 月份面积最大的经营种

类连片

８８．５１ 单独决策 规模户转入连片土地后单独调整 ５６．１４

承包户单独调整 １２．２８
６８．４２

　 　 ２．经营碎片化与地片经营种类调整关系描述

表 ３ 描述了经营碎片化与地片经营种类调整情况。 总的来看，改变经营种类的地片比例与

地片户均经营面积大致呈现正向关系，这和前人的研究结果类似 ［８］ 。 在现实中，最小的地块通

常是少数农户从村里分得的边角土地，往往种植着劳动密集型的蔬菜等非粮作物，这类作物的

种植比例一般较低，也体现了农户决策自由度不高。 随着地块规模的增大，农户开始种植比例

高的、土地密集型的主粮作物，但由于受到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的影响而大多采用连片种植的方

式。 随着地块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农户转而种植比例较低的非主粮作物等，这体现了农户决策

自由度的提高。 当然，上述双因素分析会受到地片所处时空环境、地片固有特征差异等种种干

扰，下面进行计量分析以消除这些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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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经营碎片化与地片经营种类调整关系描述

地片上经营户户均面积介于第几“ ５ 分位”区间 改变种类的地片数（片） 改变种类的地片比例（％）

（０ ／ ５，１ ／ ５］ ７ ７．８７

（ １ ／ ５，２ ／ ５］ ７ ７．９５

（ ２ ／ ５，３ ／ ５］ ５ ５．６８

（ ３ ／ ５，４ ／ ５］ １８ ２０．４５

（ ４ ／ ５，５ ／ ５］ ２０ ２２．４７

合计 ５７ １２．８４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地片经营种类调整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表 ４ 报告了经营碎片化对地片经营种类调整影响的估计结果。 表 ４ 的列（１）和列（２）结果

显示，代表经营碎片化程度的变量，地片上经营户户均面积和经营户数量的系数分别为正和负，
且均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地片经营权碎片分割程度越低，越有利于进

行经营种类调整，假说 １ 得以验证。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整片土地经营权被碎片分割，
小地块之间的强烈的外部性和地块规模经济特征均会降低个体经营种类选择与调整的单独决

策的可能，从而更多地表现出集体决策的特征。 然而，即使通过集体决策来改变生产种类往往

也会因为涉及众多农户的高昂协商成本而实施缓慢。 表 ５ 的机制分析结果可以验证上述观点：
一方面，地片上承包经营户数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地片经营权碎片分割程度越高、涉及越多

承包户的集体决策越难以达成。 另一方面，地片上经营户连片转入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集

中连片流转后，地块规模的扩大将有助于促进经营种类调整的单独决策。 另外，我们也尝试检

验经营碎片化的非线性影响，即在模型回归时放入户均面积或户数的平方项，结果表明平方项

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不支持非线性关系。 限于篇幅，表 ４ 中不再汇报相关结果。
至于其他地片特征，土壤质量差的地片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更大，而更倾向于改变

经营种类以减少损失或是增加收益；从符号上来看，地片通机耕道有利于经营种类调整；而地片

为平地、靠近高速公路、干旱时可以灌溉以及距离村庄 １ 里以内等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
表 ４　 地片经营种类调整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 １） （ ２）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地片上经营户户均面积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３８ —

地片上经营户数量

地片面积
—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２１

地片土壤质量：好（以差为对照） －１．００７５∗ ０．５１７７ －０．９９５２∗ ０．５５３０

地片土壤质量：中（以差为对照） －１．０８１２∗∗ ０．５４５３ －１．０４５１∗ ０．５９１７

坡度：平地（以非平地为对照） ０．１９７１ ０．７５８５ －０．６１２５ ０．８２５９

地片通机耕道 ０．４７４０ ０．３８９０ ０．７９５６∗ ０．４７６０

地片靠近高速公路 －０．２５７７ ０．４４１７ －０．０１４７ ０．４５４３

地片干旱时可以灌溉 ０．２３０５ ０．３８０２ ０．１０７９ ０．３６２６

地片距离村庄 １ 里以内 －０．０８０７ ０．２７４９ －０．２５１９ ０．２８９３

村庄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地片数） ４４４ ４４４

Ｗａｌｄ 值 ６７．１１ ７８．１０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统计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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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机制分析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

地片上承包经营户数量 －０．０２８６∗∗∗ ０．００８５

地片上经营户连片转入 ０．９９１６∗∗∗ ０．３１５３

控制变量 已控制

村庄虚拟变量 已控制

Ｗａｌｄ 值 ８６．４９

　 　 注：除关键自变量外，机制分析模型其他设定同式（ １） 。

（二）确权政策评估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表 ６ 报告了确权政策评估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 ６ 中列（１）—（３）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变换估

计模型还是改变样本范围，确权变量系数始终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现阶段承包地确权对

地片经营种类调整总体上有着负面影响，假说 ２ 得以验证。 这符合现实情形：如前所述，在小地

块上农户生产种类的选择与调整往往具有集体决策特征。 尽管承包地确权有着提高农户地权

稳定性预期的作用，但是它同样会强化个体特别是少数异质性农户的物权意识，为他们提供一

票否决或退出集体决策的依据，从而不利于由村委或村里能人组织或由农户自发的集体决策。
相反，在没有确权时，农户对于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支配的意识较强，反而更有利于促进地片种

类调整的集体决策。 因此，在地块经营规模充分扩大、大部分集体决策内化为个体自由决策之

前，对个体土地权利的强化不但无助于甚至可能有碍于整片经营种类调整。
我们也关注承包经营碎片化的调节作用。 表 ６ 列（４）结果显示，交互项“确权×地片上户均

承包面积”的系数为正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对于以承包经营为主的地片来说，随着

碎片化程度的降低，确权对经营种类调整的负面影响将减弱。 这意味着削减分配碎片化的土地

政策将有助于消弭确权对集体决策的负面影响，假说 ２ 得以验证。 近年来，旨在降低分配碎片

化的土地分配新规则在一些改革试验区甚至在诸多自发组织土地调整的村庄开始出现 ［２８］ 。 我

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分配碎片化的不断改善，确权对农业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将持续减弱。
表 ６　 确权政策评估模型估计结果

自变量
所有地片样本 以承包经营为主的地片样本

（１） （２） （３） （４）

承包地确权 －０．０４４１∗∗∗（０．０１６４） －０．０８２１∗∗∗（０．０３１６） －０．０３４３∗∗（０．０１３８） －０．０５７９∗∗∗（０．０１６１）

地片上户均承包面积 — — ０．００６９∗∗∗（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７（０．００２７）

确权×地片上户均承包面积 — — — ０．００８７∗∗∗（０．００３１）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庄－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工具变量：本县其他村确权比例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样本量（地片数×３ 年） １３３２ １３３２ ８６７ ８６７

Ｆ 值 ／ Ｗａｌｄ 值 ２．２７ ７３．５３ ２．２７ ２．７０

固定效应检验 ｐ 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在讨论中国农户农业结构调整缓慢问题时，应当关注经营权碎片化与承包权强化的影响。
本研究揭示了农业经营种类选择与调整中的整片利用特征，在此基础上考察了经营碎片化和承

包地确权对地片经营种类调整的影响。 对江苏省 １８ 县 ４４４ 个地片的实地调查发现，在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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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土地具有整片利用特征，同一地片不但经营种类基本相同，经营种类调整也往往具有同步

性。 主要调整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村委或能人组织众多承包经营户集体改变经营种类，另一

种是由规模经营户通过集中流转获得连片土地后单独改变经营种类。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地片

经营权碎片分割程度越低，越有利于促进经营种类调整。 强化承包经营权物权保护的确权政策

降低了经营种类调整的可能性；而削减承包经营的碎片化程度则可以减弱确权的负面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细化农业结构调整领域的“三权分置”制度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主要

包括两方面：（１）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在坚决维护承包户权益的基础上，应明确其在组织协

调土地整片利用中的职责范围与行为规范。 在农地流转市场活跃且具备连片集中流转条件的

村庄，应当积极推进连片土地集中流转，降低土地经营的碎片化程度；而在那些不具备流转条

件、仍以承包经营为主的村庄，应当充分发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优势，协调好地片

经营种类调整中各农户的利益，将差异化的个体利益整合成集体利益，从而实现集体决策。
（２） “小田变大田” “集碎为整” “一户一田（或两田） ”乃至“多户一田（父子、兄弟等捆绑抓阄） ”
等旨在削减碎片化的土地分配新规则开始在一些改革试验区及自发进行土地调整的村庄出现。
需要认清这种土地分配新规则的需求规律，在二轮承包到期之际，既要遵循保持承包关系长久

不变的国家规定使进城农民吃上“定心丸” ，也要抓紧研究具体的再延长 ３０ 年的延包方案；在各

承包户承包面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适度支持降低分配碎片化程度的土地置换与调整，提高土

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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